
有这样，才能既照顾到法治的一般要求，又关照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这些都表明，法

治与改革的关系正在经历着改革促成法治到改革在法治下进行的变革，法治中国在路上。

“法治中国”的宪法界限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九部

分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目标与内容。如何正确理解、解释与实现“法治中

国”目标与价值是学术界需要探讨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充分肯定“法治中

国”的宪法意义，〔１〕但也要分析其宪法上的界限，尽可能把政治话语转化为法律话语，以

学术逻辑阐释“法治中国”的丰富内涵。

１．“法治中国”的“中国”不宜直接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学者在讨论“法

治中国”时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视为同一概念，认为“中国”就是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表述有其合理性，但它没有充分考虑宪法语言的多样性

与规范性，没有区分不同规范与语境下中国〔２〕的含义。我们知道，中国宪法文本同时使

用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国家”等不同词汇。根据宪法解释的原理，对

文本中的概念要根据条文的结构和语义进行体系化分析，做出不同的解释，要符合文本的

原意。中国一词在宪法文本上并不一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具有历史、地理和文

化内涵的综合性概念。

１９４９年制定《共同纲领》时曾围绕国号的确定发生过争论。最初的草案中曾考虑用

“中华人民民主国””，后来张奚若先生提出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共和国说明国家

体制，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国号中不必再出现“民主”。在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

号以后，能否简写的问题上也发生分歧。〔３〕 最初《共同纲领》草案中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写为“中华民国”，但因多数人认为需要与旧中国的“中华民国”相区别，最后决定不

采用简写。当时也有人提出能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写为“中国”，但多数人不同意简写

为“中国”，一致认为“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１９８２年宪法序言第一段规定：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１９１１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

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１９４９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到中华民国，从中华

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记录了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国成为承载历史、文化、地

理与共同体价值的存在体。

在特定的话语中，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有内容上的交叉，但中国的内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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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大元：《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９页。
在中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内涵。

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３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丰富。如果将“法治中国”简单解释为“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

能缩小中国的实际疆域，其有效的统治权也受到限制，不利于保持中国的历史脉络。如果

把中国解释为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概念，那么“法治中国”在宪法上的实效范围〔４〕可扩大

到更大空间，有助于以“中国”为平台寻求共识，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目前“中

国”还没有完全统一，两岸在各自的宪法治理下运行，实行着不同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

度，但在一个中国的范围内，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

中国同时也是具有民族情感的概念，不必赋予其单一的法律意义。

２．“法治中国”与国家的关联性。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法学是一门最具“国家关联性”

的学科，不可能无视“国家”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更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

法治概念的研究和运用必须置自身于国家的背景脉络之中，必须切合国家的实际情况才

是有意义的。在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后，国家一方面适应着社会变迁，另一方面仍保持着基

本内涵。国民、领土与主权三要素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内容与标志。国民是国家的主权者，

决定着国家价值体系与发展目标；领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与空间；主权是决定国家意

志的最高权力，对内是最高权力，对外是独立的权力。在现代宪法下，主权属于人民，人民

是主权的源泉。所以，“法律思维必须贯彻国家意识”应该是具有普遍共识的命题。

当我们分析法律思维与国家意识时需要考虑“中国”与“国家”的关联性。如“法治中

国”中的中国能否直接转换为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意识”与“国家意识”是否是同一概

念？笔者认为，国家一词是十分复杂的概念，不同学科的解释不尽相同。宪法上的国家既

体现对内的治权，也体现对外的主权意志与权威，与中国概念既有交叉，但也有区别：法治

中国中的“中国”是历史概念，而国家是法律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中国是地理概念，而

国家是时空概念，具有明确的统治权范围；中国是抽象的概念，包括精神、历史与道德凝聚

力，而国家是具体履行基本人权保护义务的主体，通过国家机关开展活动，是实践性概念。

法治的价值与目标，有些是通过中国来实现，有些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要根据不同义务

主体的性质来判断。宪法上的国家具有具体的规范约束力，需要明确其地位与功能。

３．“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协调性。“法治中国”作为政治话语，不应代替

作为法律概念的“法治国家”，也不应削弱“法治国家”的规范意义。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以

“法治国家”的名义实行反法治的现象，但法治国家本身的价值是不能否认的。法治国家

在我国宪法文本上具有明确的规范基础，对所有国家生活产生约束力。我们建设的法治

国家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反映

人类宪政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在强调“法治中国”重要性时我们要防止削弱“法治国

家”规范价值的倾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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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宪法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但治权上是否具有实际的管辖权是另一个问题。我们

所承认的“一中各表”或者“各表一中”实际上为未来统一的谈判预留了必要的空间。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一个中

国，这是最大的共识，至于如何解释“中国”内涵可以继续寻求共识，但不宜将“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同一概念使用。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４日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名称前面没有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２条明确规
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整个法律条文中只使用

“中国”和“国家”，没有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



４．“法治中国”的实现要通过宪法治理，不能超越宪法。《决定》指出，宪法是保证党

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这是对宪法与国家，宪法与党的关

系的新表述。宪法权威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一切按照宪法治理，包括公权力和党

的活动都在宪法“统治”下，任何人在宪法面前不享有特权。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

法治中国实现的基础。根据《决定》的精神，要树立宪法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制

度机制与程序”，将全面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以宪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法律保障。

在宪法权威与政治权威、宪法权威与党的领导、宪法权威与法律权威等问题上我们需要坚

持法治的基本底线，不能以任何理由突破法治的界限。

我们知道，《决定》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新举措，但任何改革都应该有理由与正当性基

础，法治是改革的保证，同时也是改革的界限。《决定》强调宪法权威的目的是，在实现改

革任务时坚持改革的合法性，用宪法凝聚社会共识，为“法治中国”的实现寻求更广泛的

民意基础。

５．“法治中国”不是地方“法治”经验的升华与提炼。由于没有在国家范围内确立法

治的权威，法治在地方生活中日益虚弱，国家法治价值处于断裂状态。为此，需要借助

“法治国家”的规范力，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树立“国家”法治的权威，使地方服从国

家权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必推广缺乏理性的地方法治经验。宪法规定，一切法律、

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目前地方性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规定相抵触的现象是比

较严重的，国家的法治标准往往被地方过于“具体化”，损害国家法治的权威，出现法治

“被滥用”，法治发展“碎片化”的现象。笔者认为，在法治标准与发展问题上，过于“地方

化”的思维是需要改进的，对地方“法治化”的控制也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要全面树立

国家法治的权威，推行“国家”法治，消除法治的地方化倾向。

法治的个别化模式

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单从语义学角度而言，“法治中国”的用语似乎更有助于表达人类现代法治文明的共

同特征，而通常所采用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这一说法则更倾向于强调“法治的

中国化”，即基于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现状以及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法治的独特

内涵。长期以来，后者取向的诠释已被演绎到极致，以致损夺了“法治”应有的普遍内涵。

在这一意义上，“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具有某种矫枉过正的重要意义，而如何透过这个

概念去建构一个为现代文明社会所能共同理解的法治内涵，也确实成为当今我国法学理

论界的一个要务。

尽管如此，笔者还要“煞风景”地指出：“法治中国”归根究底需要完成法治的中国化，

而这一进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个别化，甚至只是法治个别化的一种模式；要实现“法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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